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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依纳爵；圣方济各·沙勿略和真福伯多禄·法伯尔
耶稣会总会长 Peter Hans Kolvenbach
在圣依纳爵周年弥撒中讲道词
2006年7月31号于罗马耶稣堂
今天，整整 450 年前的今天，圣依纳爵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去永恒的光明中相会他的天主。他所属团体的成员们记得很清楚，他们的父亲去世于主复活的时间：清晨刚刚黎明的时候，圣伯多禄节日的前夕，他摆脱锁链挣出了牢狱。不过依纳爵的伙伴们应该知道这个从死亡到永恒生命、从可腐朽的身体锁链中解脱的过程是发生在一个毫不特殊的背景中。
依纳爵去世时没有能够领受到临终圣体，也没有得到他曾经强烈渴望的教宗祝福。在他去世前的一些日子他没有想到招叫耶稣会士来他周围听他最后的劝告，也没有请来他的亲密合作者们叮咛他们如何继续尚未完成的修会纲领，或者指定一个继承人，至少一个代理人。
在依纳爵的生活中受圣方济各影响很大，那个可怜的穷人，但是依纳爵临死前并没有像方济各那样浪漫地高唱“肉体死亡，我们的姐妹”。睡在圣依纳爵隔壁的兄弟没有听到任何其它的话，除了那个可以概括他一生的一个词：“天主”。常常我们死时的情况如同我们曾经怎样生活。依纳爵一生的愿望是用他的话语和他的生命去宣讲“在贫穷内”，直到一切献给天主、完全服务于天主。
依纳爵任自己被天主所攫取，然后他学习如何与天主对话，如同一个仆人同自己的主人谈话，但是也如同朋友与朋友之间交谈。而后他便再也没有放弃邀请天主放在他的生命朝圣之旅中让他遇到的所有的男男女女来与天主谈话，以一颗开放的、慷慨的心迎接我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奉献自己所有的意志和自由，以便整个的自己和自己全部的所有荣幸地服务于主的神圣尊威，根据主的神圣意愿（ Ex5 ， 54 ）。
圣依纳爵
早在芒来萨（ Manresa ）的时候，朝圣者依纳爵已经经验到，阅读灵修书籍、与灵修导师谈话、小组内的交流以及团体祈祷，所有这一切的珍贵与否决定于它们是否导向人与天主一对一的相会（ F N 2.316 ）。依纳爵首先是在对于圣母领报的冥想中学到了：纳匝勒的玛丽娅在她回答“是”时，她不是与别人在一起，因为那时天主与她在一起。一个空间为一个对话而打开 — 依纳爵曾说 -- 在那里所有其它的声音都要沉默，只留下谈话双方的声音：心与心与天主相对。
在灵修训练中，依纳爵非常坚持这种“我与天主”，这可能让我们以为依纳爵的灵修似乎要我们成为个人主义者，非团体者。但是这是忘掉了依纳爵邀请我们在天主面前担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为了那导致恶的一切，为了整个人类大家庭的一切因素。他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历史；任何一种对罪恶的沉默我们都有责任，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而同时我们在教会生命中、在一个家庭的建设中，或者在一个宗教团体的基督徒见证中、在一个教会运动中，我们也都有个人的责任。
依纳爵以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死亡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责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而这种责任不可避免的建基在我们个人在天主面前的“是”上。只有这种单独与天主的相对才给与我们力量和恩宠，使我们明白自己在人类社会中对于生与死的责任，在教会内对于光明与黑暗的责任，在家庭和宗教团体内对于温馨幸福或者冷酷伤感的责任。
今天晚上我们庆祝圣依纳爵强烈渴望过的他与天主面对面相见时刻的来临，我们也请求，一旦天主来敲我们的门，邀请我们与他一同共享天上的盛宴时，依纳爵那始终为了最大地彰显天主荣耀的激情也能够陪伴着我们。
圣方济各·沙勿略
主内的朋友
下面这样一个大学生的情况对于那些在学院工作的人可能很熟悉：一个来自“好天主教家庭”的年轻学生，来到一个天主教大学来准备自己，为了以后回到家乡得到一个好位置。他足够聪明，有个性，相貌也好，擅长体育。但是对于教会的事情，他“不激进”，回避那些祈祷特别多或者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服务的学生。
学习，当然对于他不必很担心，所以用很多的时间参加游戏交朋友，各种聚会中处处都会看到他的身影，而埋于书本的时间则少而又少。对于他写给家里的信我们也不必惊奇： “谢谢你们的定期汇款。如果可以的话请多寄来一些。不，我并不像你们从那些最近见过我的人们那里听到的生活不够负责任”。有时现款拮据也可能是因为一次赌博，或者是为了什么虚荣，但是无论如何他仍然还只是一个大的少年儿童或者年轻的成年人，努力在一个充满新主义的世界上寻找自己的身份。然而通过这个过程，可能达到成功的未来，也可能堕入愚蠢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好朋友或者坏朋友的影响。
在教会和耶稣会庆祝圣依纳爵 、 罗耀拉、圣方济各 、 沙勿略及真福伯多禄 、法伯尔的周年时，也是一个机会让我们看一看他们相遇的历史，以及他们如何成为好朋友。如果你在我们上面的描述中没有发现圣方济各沙勿略的影子，那么你一定想要读一读乔治 、 舒哈默（ Georg Schurhammer ， SJ ）所写的方济各沙勿略传的第一卷（由约瑟夫 、 考斯特罗 Joseph Costelloe ， SJ ，翻译，罗马， 1973 ）。在成为印度宗徒和传教士保护圣人之前，他需要超越自己的虚荣及寻找自己特殊的使命，而这是在一小群朋友的帮助下完成的，这些朋友称他们自己是“主内的朋友”。
如果沙勿略的学校生活与今天的现代大学生生活有什么共鸣回响，那么巴黎大学和它的挑战对于今天大学里的工作人员更加不应该生疏。 1530 年在巴黎大学发现教授们由于教学课程的彻底改变而截然分成各种派别。中世纪晚期的学院派教学方法受到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新学”的挑战，可是老的权威一点也不喜欢它。然而，在这个战斗的下面，是另一个更加激烈的战斗，那是在教会改革的性质及神学界“保护正统”之间的战斗。秘密聚会和施压审问带来谴责和解雇免职。所以不必惊奇当地主教反对任命大学神学系的教授做教区的讲道人。
像沙勿略这样的学生可以很轻易的忽视许多这种冲突，即使他们自己也已经是学生兼老师。更为让沙勿略害怕的倒是另外一件事情，一种新的疾病，被称为梅毒。那时是不治之症，常常导致死亡，是最近从美洲人那里传来的，在一些拉丁区的自由学生中间泛滥。我们知道沙勿略喜欢在城外过夜，但是现在不得不控制自己，这不是出于什么伦理良知，而是对于这种使人虚弱并且可能致死的疾病的巨大恐惧。
选择朋友和教授也可能带来决定性的结果。不到一年之后，尼古拉 、 斯考颇（ NicholasCop ），大学的校长，逃离这个国家，事实上巴黎开始宣传发动一场反对圣体圣事和罗马教会的运动。这一类的宣传画，当时如此称叫，在 1534 年 10 月再一次在大学和城市里掀起恐怖，正统派的反对者们已经成功地将一张宣传画贴在国王卧室的门上！国王佛朗基一世指定一个公开的游行以为了人们对圣体的冒犯赔补赎罪，同时皇家权威开始采取更大的压力，甚至在马贝广场（ Place Maubert ）烧死许多可疑分子来表明立场。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应当理解在依纳爵罗耀拉和他在巴黎的朋友们之间逐渐成长发展的那种友谊的重要性。当然了，他和他的伙伴们明白学习及生活在这种混乱骚动中的危险性。友谊，在这种环境中也可能变得很困难，很难付出互相的信任。我们从杰罗梅 、 纳达（ Jerome Nadal ），一个靠近这个小团体，但是开始的时候拒绝他们的同伴那里知道，他们被怀疑所包围并被诬蔑为异端。纳达开始的时候很回避他们，因为他相信他们会像“闪光”一样消失。
事实上，依纳爵曾经在西班牙受审并且被监，他的灵修训练后来也在巴黎受到审查，比如 1537 年。依纳爵不是个异端分子，但是被要求将他的新团体以一个普通平常的计划，并不低于一个惹争议的“帮助灵魂”的目标来为教会服务。当沙勿略有足够的意愿为了借款到依纳爵这里来时，同时却一直回避灵修对话和仁爱实践。另外，他有着未来回家以后的计划。然而，是什么使沙勿略对依纳爵的友谊升温了呢，当其它人选择离开的时候？
沙勿略最早熟悉的不是依纳爵，而是自己的导师法伯尔。年轻的沙沃亚牧人法伯尔的亲切温和而礼貌客气，不会像苦行主义巴斯克的依纳爵威胁到沙勿略。但是通过法伯尔，沙勿略得以向依纳爵请求他在巴黎开始寄居生活的财经上的帮助。一个巴黎的年轻教师的消费是很高的，沙勿略的家庭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不能足够的支持他的需求。依纳爵为帮助沙勿略很留心给他推荐学生，以增加他的收入。这种财经上的帮助使依纳爵赢得了与沙勿略至少是浅淡的精神性的对话。
人道主义教授在皇家的支持和保护下已经进入大学，很容易引起沙勿略的注意，但是他们多是属于路德改革圈。（若望 、 加尔文，他从奥尔良 Orleans 来到巴黎学习人道主义学说，曾经受到考坡 Cop 著名演讲的影响。他也在 1533 能逃离了巴黎）。依纳爵一定知道并且与沙勿略谈过这些学术课题，因为他针对选课课程问题曾经劝导过另外一个同伴尼考拉斯 、 博巴迪拉（ Nicolas Bobadilla ）。当时曾经流传这样的说法 Qui graecizabant, Lutherizabant ( 谁学习希腊语会成为路德派）。由于这个警告而导致了很深的讨论，或许可能还在沙勿略心中引起了关于自己未来的计划与对于确信自己永生不死的灵魂的健康之间的对抗。
随着朋友团体的扩大（现在是 7 个人），也开始组织一些共同的活动。在学习上，他们听从依纳爵的建议，注意神学课程，选择圣雅各布学院比较传统的多明我会教授。那时他们不是都住在一起，但是经常在这个同伴或者那个同伴的房间举行灵修聚会或者祈祷。他们每周一次在星期天去郊外的卡修沙 Carthusian 散步，为了参与弥散、办告解及领圣体。最后还有更加特殊的，那是灵修训练，长达一周的静默训练是由依纳爵发展起来的，目的是加强内心的皈依，帮助明智正确的选择。由于从事教师工作，沙勿略一直没有能力做完整的灵修训练直到他正式加入团体及 1534 年 8 月与他们一起发了誓愿之后。
当他们结束了学习， 沙勿略和其它几个同伴去了威尼斯，在那里他们与一年前离开巴黎前往西班牙的依纳爵相会。他们在威尼斯的时间是为未来的修会具体准备的时期。通过在医院里为穷人的服务，教儿童教理，他们自己也学会了一种新的做神父及在教会内服务的方式。沙勿略在这里再一次遇到严重的梅毒。这一次，他是在医院里照顾那些在这种不治之症下垂死的人。是在这里，他终于克服了自己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恐惧，鼓励了他对于后来传教使命的选择。
所以他们的“主内的友谊”开始建基在共同的学习、祈祷和服务穷人的经验上。当这些伙伴们终于在 1539 年封斋期来到罗马，决定正式成为一个宗教团体的时候，很明显这种友谊已经发展成为更强大更深厚的教会历史中的一部分。不过他们在为自己共同的未来祈祷的同时，也照顾一些从外地来到罗马，当时因特别寒冷的冬天而受到伤害的女性。
在这个朋友团体 转化为宗教修会之前，沙勿略却要离开他们，不过是被派往使徒行程，将他从罗马、葡萄牙带到莫桑比克，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最后甚至到达中国的海岸。十年之久，从 1542 到 1552 他跨越大洋和亚洲南部的大陆，讲道，施洗，带给他们宗教信仰。撇开不谈他个人对于自己工作的效果的怀疑，事实上他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传教士踏上征程。是他坚持不懈的对于新遇到的人们的福传将他带到了中国的海岸，在那里他抱憾而亡。他死了，远离朋友和故乡，他的一切努力似乎都失败了，但是谁能说友谊受距离阻隔呢。
他们在巴黎、威尼斯和罗马的友谊，曾经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所改变。沙勿略在他的传教使命中随身带了他另外 9 个同伴的照片，将他们贴在自己的心前。但是这种友谊已经改变了那颗心。而且正如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被沙勿略带到东方，同样他也留在依纳爵和法伯尔身在罗马的心中，留在叶依（ Jay ）身在德国的心中，留在罗德里格斯（ Rodrigues ）身在葡萄牙的心中，以及萨梅罗（ Salmeron ），博巴迪拉（ Bobadilla ）身在纳颇里和西西里的心中。他们的友谊曾经养育、鼓励了沙勿略前往印度，没有任何事情和距离可以阻隔他们的友谊。这在他所有朋友们的信件中都有证明。
许多人阅读沙勿略的时候，可能会对他得出一个冒险、渴望远游的人的印象，而事实上他对于友谊的看法，他对于什么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成分的慎重估价，以及他得益于那种“放弃一切”的友谊而被解放的能力，这一切都使他与我们这个世界很接近，也很容易被现代人所接受。沙勿略来到巴黎大学的时候是 19 岁，他遇到依纳爵的时候是 23 岁，与今天的大学生年龄相似。他与他的同伴们一起在大学经验里学到的是信任天主，信任其它人，在互相的服务中对他人负责任，给与他人鼓励。
这也是耶稣会学校至今保留的培养人的方法和目标。通过在友谊中的互相支持和发展提高，以帮助学生们成长在上主对他们的要求中。沙勿略恰恰是为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历史典范。
（ Mark A Lewis 作，原文英文，选自 America ， 12 月， 2005 ）
真福伯多禄·法伯尔──一个鲜为人知的圣人
伯多禄、法伯尔：传教士和神秘家，耶稣会士
伯多禄、法伯尔和方济各、沙勿略一样都是出生在 1506 年，今年耶稣会庆祝他们出生 500 周年，及罗耀拉去世 450 周年。
罗耀拉是位天才领袖，也是耶稣会第一位总会长。沙勿略，一个西班牙的世界传教士，名闻天下。而法伯尔，是改革时代，教会所需要的传教士类型的最好典范：注意个人经验，敞开自己的生命接受天主在自己内的工作，热爱教会，与所有的人都温雅有礼，包括对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这些特征可能同样适合于今天。
背景
1525 年 19 岁的伯多禄、法伯尔来到巴黎大学学习神学。不久他结识了同窗学友方济各沙勿略。大概再也找不到比他们俩的个性更加不同的搭档了。方济各沙勿略出身于西班牙贵族，优雅高贵，喜欢运动，自信，充满理想，有些脾气，希望在教会界发展一番好事业。伯多禄法伯尔出身于萨沃亚（ Savoyard ）阿尔庇山区一个牧人家庭；他比较保守，内向，谨慎，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确信。但是正是这两个人成了非常亲密的好朋友。对于巴黎大学最初的几年，伯多禄、法伯尔回忆说：“感谢天主……记得我遇到的一些会友……尤其是方济各沙勿略老师”。
1528 年 9 月， 38 岁的依纳爵罗耀拉，前宫廷朝臣，也当过军人，现在来到巴黎，希望进入大学以便“帮助灵魂”。在保守、僵化的蒙太古（ Montaigu ）学院学习一年后，依纳爵决定改换学院，事实上蒙太古曾经因埃拉斯木（ Erasmus ）的描述“名声远扬”，他说那里充满“呕吐，跳蚤，硬床，旧鱼，腐蛋，馊酒”。依纳爵转移到更为人道一些的圣巴尔贝（ Ste. Barbe ）学院，在那里他被分配到与沙勿略、法伯尔及一个教师同住一个寝室。法伯尔马上开始在他的学习上靠近依纳爵，而且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
很快法伯尔就非常信任依纳爵，以至于向他倾诉自己完全内心的生活，自己受到的诱惑，自己的犹豫和踌躇不前，缺乏信心。依纳爵很明白这些，他自己在皈依耶稣的历程中也有过类似的经验。在法伯尔的回忆录中，他无限感激的?述依纳爵如何帮助自己：“他使我明白我自己的意识，我的诱惑和踌躇，它们长久折磨着我，而我一直无法走出迷雾，找到平安的道路……。我那时所经历的诱惑是魔鬼和受恶灵催生的肉欲的想象……”。这些经历并没有让法伯尔倒下，而是成为战胜自己的战场，以及帮助别人的经验。 1534 年 8 月，法伯尔、依纳爵、沙勿略以及另外四个巴黎的同学决定一起去圣地朝圣，如果可以的话。而一旦不能去圣地，那么就应该向教宗推荐他们自己，请教宗“派遣” 他们去服务于普世教会。
威尼斯与土耳其的战争阻碍了旅行，所以 1538 年，他们与新加入进来的另外三个成员，也就是这十个人成为耶稣会的合作创建人，一起将他们自己放于保禄三世前，服务于教宗的派遣。几乎马上这几个伙伴就得到了不同的使命。法伯尔在 1539 年 5 月被派遣到帕尔马。从那时，直到他在 7 年后的 1546 年 8 月去世，教宗、皇帝、枢机主教、教廷大使，或者耶稣会的长上依纳爵都看出法伯尔的道路是朝向牧灵旅行和仁爱创举。
城市和友谊
在法伯尔的一生中，他的朋友从依纳爵到葡萄牙国王；从神学家皮特、卡尼修（ Peter Canisius ）到桂罗美、颇特（ Guillaume Postel ），一个非常有名的法国人道主义家；从年轻的耶稣会同伴到科隆一位卡尔图团体的亲爱的院长。
他的使徒生涯将他带到一系列不同的地方。 1540 年开始于德国的沃尔莫斯（ Worms ），那是路德派的一个堡垒，以及拉兹堡（ Ratisbon ），去与新教徒交谈。在那里法伯尔认识了他所称做的：“天主教的倒塌”。当然，他认为他接触过的那些新教徒陷在错误中，可是他遇到过的一些天主教徒同时却在打算成为新教徒。然而，他一直心平气和，非常礼貌，注重说服及和解。在 1540 年，当教宗使节佩德罗、奥提（ Pedro Ortiz ）在沃尔莫斯的会谈中轻易激起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愤怒时，坚韧的天主教神学家科赫洛伊斯（ Cochlaeus ）描述法伯尔是一个：“热爱生命的老师”。法伯尔不是通过神学冲突展开自己的讲道活动，而是与新教改革者这些个人交往。
然后是西班牙， 1541 年，那次旅行使他穿过瑞士，萨沃伊（ Savoy ），和法国。在他所经过的城市中，比如巴塞罗讷，扎拉果扎（ Zaragoza ），美第纳切里（ Medinaceli ），马德里和托来多（ Toledo ），法伯尔以他独特的魅力为新兴的耶稣会结交了一个广泛的朋友网，得到许多灵修导师、新的会友及赞助人。
1542 年 2 月，教宗将法伯尔招回德国。在科隆，安特委颇（ Antwerp ），肋芬（ Louvain ）及许多其它地方也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他的朋友圈从布朗德博的阿尔伯特（ Albert of Brandenburg ）到梅兹（ Mainz ）的大主教，他对路德激烈反对补赎的言论批驳得很尖锐。法伯尔的好友还有比得卡尼修，他不久也加入了耶稣会，随后成为“德国第二使徒”。在所有这些地方，法伯尔也为大学学生工作，非常热情积极于大学生牧灵工作，同时注意为耶稣会寻找新的成员。
1544 年法伯尔被派到葡萄牙，也做出了同样杰出的成果，尤其是在厄沃拉（ Evora ）和考博拉（ Coimbra ）。他“以非凡优雅的魅力与人们相处，使我不得不说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他这样如此杰出的人”，西蒙、罗德里格斯（ Simon Rodrigues ），另外一个第一批耶稣会士中的一个，也即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葡萄牙省分会创始人，这样评论法伯尔。“他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友谊，一点点的他的方式开始影响其它人，他的生活风范和为人，他的优雅是如此的具有说服力，将爱带给一切与他交往的人们”。
1545 年 3 月法伯尔尽管染病在身，常常晕倒，他又回到西班牙 ---- 在瓦拉多利（ Valladolid ），撒拉芒卡，托来多，卡拉帕戈（ Galapagar ），阿卡拉（ Alcala ）和马德里 --- 各处讲道、带灵修避静，与富人、穷人讲劝交友，并且组织成立新的耶稣会团体。他再一次受教宗招遣，是作为神学家参加特兰托大公会议，在 1546 年 4 月开始他的最后一次旅行，从马德里到罗马取道刚第亚（ Gandia ）和巴塞罗讷。他在 1546 年 7 月中旬到达那里时，已经几乎完全耗尽了自己。两周后， 8 月 1 号，他在会友们的陪伴中去世。正如他们中的一个说的，“代替特兰托大公会议，他被天主招唤到天上的大公会议中去了”。在他的一生中，他旅行了 7 千多公里，而且常常是步行，这只是笔直的算，如果把那些迂回曲折加起来大概要多出两倍。
法伯尔的灵修日记
法伯尔的心灵日记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最好的记述。在不停的行程中，一天又一天，在他的使徒工作中，他不间断的记录着。许多部分是在 1542 年 6 月到 1543 年 7 月之间完成的。其余的写在 1545 年，最后一部分是在 1546 年。
一个心灵史自传是一部天主与一个人的关系，及一个人为自己获得的礼品以言以行向天主的感恩。法伯尔将天主看作这些礼品的肇始人以及中心。《回忆录》的第一句话是来于圣咏：“我的灵魂，请赞美上主，不要忘记上主的一切恩惠”。天主讲话，行动，并引导。法伯尔通过对天主行为的记忆回答天主，然后与天主讨论它们。
《回忆录》的结构是对话形式，法伯尔作为第一对话人与天主对话，有时也有其它人，比如圣人、天使、同会会友、善灵、居民以及他旅行经过的那些城市的“灵魂”。总是天主主动开始对话过程：“到我这里来……”；“那是给了我的”。法伯尔以渴望和灵性的激情保存着这些对话，分析查究这些激情，探寻它们的意义，求索光明，然后利用教会传统的语言讲述它们。“所以我问基督”， 1543 年他写下：“我那似乎对他是好的，对他的光荣，为了其它人的，也为了我自己灵魂的得救”。他的日记常常是以祈祷方式，尤其是在灵修训练中吸取灵感。事实上依纳爵曾经说法伯尔是最好的灵修导师。但是信徒大众的虔诚活动、颂祷、日祷和弥散也都是法伯尔心灵日记的补养处。。
中庸及平衡
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时代的特色，当然了，法伯尔是他所生活的 16 世纪的人。然而，他的一些特色或许也同样的适合 21 世纪，今天的男男女女。法伯尔曾经担负不同的工作，一年是这一种明年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如同许多今天的人们那样。但是，法伯尔做这一切时一直有个确信，不论他在哪里，他都是在天主的临在中，而且在这个世界的朋友们的围绕中。他也经历了教会和他周围的社会的变异，他无力改变太多，但是经历了它们，并且常常被失望和疑惑所袭击，如同今天的我们一样。然而根本的是，法伯尔看他所处的教会和社会是以一种平衡和相对的尺度。法伯尔是一个对自己的内心世界非常敏感的人，但是他也对自己所接触的人们保持身体上和心理上的敏感。而且法伯尔一直非常强烈的渴望与天主有着深而更深的关系，也知道这种关系决定于天主的恩宠，而获得这种恩宠可以通过其它也在寻找与天主的关系朋友们的陪伴。
在《回忆录》的最后，法伯尔阐述他对于恩宠持续的需求，为了克服“各种各样的恐惧、贫乏和缺点的诱惑”。对话非常简朴，没有列目，没有归类，而是直接的表述自己与天主合一的强烈渴望，这渴望高于一切。
当朝圣的人们来罗马参观耶稣堂，来瞻仰依纳爵和沙勿略的光荣时，他们会站在两座宏伟的祭台前。他们可能不知道那里也有法伯尔的临在。他的遗骨与许多其它的同会伙伴耶稣会士混合在一起，埋葬在教堂入口处的地下。朝圣的人们从千里万里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进入教堂，漫步走过一个传教士、一个灵修大师、一个耶稣会士，最后安息的地方 ---- 他仍然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圣徒。
灵修日记选
六个月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回忆录》，伯多禄 、法伯尔去世了，那是 1546 年 1 月 20 日，当时法伯尔在西班牙的马德里，是在托来多带了灵修避静之后。事实上，他这些日记中最后的部分不仅仅是关于他自己的灵修生活，而且也涉及到对于他周围其它人的帮助。
在圣法比昂和圣塞巴斯替昂的纪念日，当我与一个需要安慰的男人在一起时，我能想的唯一一件可以照亮他的灵魂事情是这个。所有人在灵修反省中都特别的忧惧像基督那样的命运真正找到自己，或者像他的母亲玛利亚，或者是善盗，或者是他的弟子们。那最打扰他们的是对于遇到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命运的恐惧。
在这种反省中，当然了，包括精神的和世俗的，我们需要区分。有一些人恐惧他们自己落到应该受惩罚的善盗的命运；而另外一些人恐惧落到像耶稣不应该受惩罚而被钉上十字架的命运；而另外一些人忧惧不是为他们自己的命运，而是为了他们所爱的人，这是真福童贞天主之母的状态；还有一些，是为那些爱自己的人，这是基督的爱徒的状态，他与母亲一起站在爱他们的人的十字架下。
在这四种人面前有：基督悬在十字架上，善盗挣扎在十字架上，真福童贞和福音书作者若望站在十字架下。
那天我主祭这个节日的弥撒，我为这些意向奉献祭品，那些神圣的殉道者们，进入灵修反省者的心中，以及我们的社会困境中。
在这新一年的最初几天，我又经验到我的缺点，所以我祈祷可以得到一种新的方式来改进自己。我还特别意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认识自己的灵魂，为此也需要一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使自己对永恒的事情认识更多、更靠近它，如果我想要找到并且保持那圣化、矫正和强化我们的天主圣神。但是我现在最需要的是沉默和静处。另外这些天在诱惑中得到的经验，使我还认识到我需要更多的恩宠来保护我克服空乏的感觉，以及克服各种恐惧、需求和缺点。
（选自伯多禄法伯尔灵修日记，耶稣会资料文献研究中心出版，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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